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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究前沿问题访谈·

倦怠社会、 技术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

———访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

本刊记者

编者按: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西方社会的阶级、 种族与宗教矛盾日益尖锐, 右翼民粹主

义等极右翼政治势力快速发展, 西方所标榜的 “自由—民主” 制度日益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
伴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这些技术上的革新不

仅没有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 反而在资本的作用下形成了 “技术封建主义” 等现象, 进一步加

剧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为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当前的状况及其所面临的危机,
本刊记者赵丁琪对西方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进行了专访, 并整理、 翻译

本次访谈的内容。

斯拉沃热·齐泽克 (1949— ),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 文化理论家, 现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

人文研究所国际主任、 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高级研究员, 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将精神分析、 主体性、 意识形态和大众

文化熔于一炉, 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 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

际学术明星之一, 被称为 “文化理论界的猫王”。

一、 倦怠社会、 生态危机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 (赵丁琪, 下同) 齐泽克教授, 您好!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 (Byung-Chul Han) 近些年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引起了全球学界的关注。 他认为,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造成了被资产阶级剥

削的工人阶级的消亡, 形成了一种基于自我剥削的 “功绩主体”。 这些 “功绩主体” 通过不断地

自我压榨以达到绩效最大化的目标, 使自身处于持续倦怠的精神状态中, 并导致了抑郁症等精神

疾病。 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些观点?
● (斯拉沃热·齐泽克, 下同) 韩炳哲对新的主体性模式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我们可以从

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他所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超我形象。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韩炳哲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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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主体性形式是受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制约的, 而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的阶级制度。 斗争和对立绝不能简化为个人内部的 “自我斗争”。 第三世界国家仍有数以百万

计的体力劳动者, 就像不同种类的非物质劳动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样 (只需提及日益增长的

“人类服务” 领域, 如照顾老人)。 拥有或经营一家公司的高级经理与整天独自在家使用电脑

工作的 “不稳定的无产者”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他们绝对不是同一意义上的 “主人和

奴隶”。
很多文章都在谈论福特式的流水线工作模式如何被新的创造性合作工作模式所取代, 后者

为个人创造力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然而, 实际上发生的与其说是替代, 不如说是外包: 微软和

苹果公司在西方的工作可能是以一种更具合作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但最终产品是在发展中国

家以一种非常福特主义的方式组装起来的。 装配线工作只是简单地外包。 因此, 我们得到了一

种新的工作分工: 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营职业者和自我剥削的工人 (韩炳哲所描述的), 第三世

界的流水线工作, 再加上日益增长的各种形式的人类服务工作者 (护理员、 服务员……), 在

这些领域剥削也比比皆是。 只有第一类 (自营职业者, 通常是 “不稳定的无产者”) 符合韩炳

哲的描述。
这三类人中的每一类都意味着倦怠和过度劳累的特定模式。 装配线工作的重复性简直让人崩

溃。 在流水线工厂里一次又一次地组装同样的苹果手机, 你会感到极度疲惫。 与这种疲惫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人类服务工作之所以令人厌倦, 是因为你要为了报酬, 假装带着真情去工作, 假装

你真的关心你的工作 “对象”。 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用来对儿童表示真挚的感情的, 照顾

退休老人的工作也是如此。 你能想象 “和蔼可亲” 的工作会有多辛苦吗? 在这两个领域 (幼
儿园和养老院) 里, 我们至少还可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某种内心距离 (即使要我们对孩子

好, 我们也可以假装去做), 而接下来这个工作对我们的要求则要令人厌烦得多。 试想一下,
有人雇我来策划如何宣传或包装一种产品, 以吸引人们购买。 即使我个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甚至讨厌这个想法, 我也必须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去唤醒我的创造力, 努力找出独创的解决方

案。 与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作相比, 这样的努力更能让我精疲力竭: 这就是韩炳哲所说的

倦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应该避免谴责严格自律和敬业精神的诱惑, 并宣传

“别紧张” 的立场。 “劳动使人自由” (Arbeit macht frei) 仍然是正确的座右铭, 尽管它曾被纳粹

残酷地滥用。 我的朋友、 《世界报》 的德国记者安德烈亚斯·罗森费尔德 (Andreas Rosenfelder)
这样描述正在出现的对日常生活的新态度: “每个人都在家里的办公室日夜工作, 一边开视频会

议, 一边照顾孩子或供他们上学, 但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不再是 ‘等我有钱了

就可以去度假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等自己有钱之后是否还会有假期。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世界: 你有一套公寓, 有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 有他人的关爱, 有真正重要的

任务。 一个人需要 ‘更多’ 的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非异化的体面生活, 我想象不

出还有比这更好的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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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斋藤幸平 (Kohei Saito) 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 您如何评价他的

“去增长共产主义” 理念?
●正如斋藤幸平在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贡献中所确证的那样, 当今实现真正进步的

唯一途径就是不仅对主导我们的意识形态, 而且对主导我们的实际生活的 “进步” 概念本身提

出质疑。 这意味着, 我们应该像黑格尔那样思考: 进步从来都不是对某一预先存在的目标的线性

逼近, 因为每向前迈出一步, 只要称得上进步, 就意味着对进步这一普遍概念的彻底重新定义。
悖论在于, 斋藤幸平理解的马克思理论中最激进的进步思想, 是试图摆脱马克思理论中 “进步

主义” 的一面 (即认为共产主义是无限制增长的工程), 取而代之的是 “去增长共产主义”
思想。

“去增长共产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误称, 斋藤幸平并不主张新的紧缩政策。 “去增长” 的确

切含义是拒绝无条件推动进步的理念。 斋藤幸平认为, 从 1868 年起, 马克思放弃了进步主义的

方法, 越来越关注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无情剥削如何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斋藤幸平在这里毫

不讳言: 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斋藤幸平清楚地意识到, 如今生态学已成为资本主义主流

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几乎) 每个人都对其口诛笔伐。 这就是为什么斋藤幸平主要针对的目标

不是彻底否定全球变暖的人, 而是 “可持续增长” 的倡导者———这种 “可持续增长” 是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组织原则。 斋藤幸平特别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批评, 称其为 “大众的

新鸦片”: 可持续发展目标否认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这些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

现的。
相反, 斋藤幸平提倡去增长, 即通过劳动和生产的民主改革来减缓经济活动: 向使用价值经

济过渡, 反对丰裕社会;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实现去碳化, 以提高生活质量; 取消分工, 以提高

创造力和工作的意义; 实现工作过程民主化, 以便将决定权留给真正的客户; 重视护理等基本工

作, 反对 “狗屁工作”。 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意味着消除某些生产部门 (武器、 广告

等), 彻底减少其他部门 (例如个人汽车), 但也意味着增加某些活动 (教育、 医疗保健、 住房、
贫困地区或国家的水电基础设施等)。 然而, 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 斋藤幸平认为地方合作社和市政倡议是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主义的替代方案。 很难理

解斋藤幸平的市政社会主义如何能够瘫痪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也不清楚如果这些地方倡议之间

的关系是通过市场构建的, 它们如何能够提供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 生态社会主义需要的远不

止合作社或市政倡议: 它需要民主的集中规划。 为了达到斋藤幸平所描述的目标, 必须采取强

有力的中央集权措施。 因此, 矛盾之处在于, 为了有效地放慢增长速度, 我们必须以前所未闻

的方式进行动员。 斋藤幸平知道我们需要恢复规划, 但这必须以比他所设想的更强有力的方式

来进行。
斋藤幸平似乎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 随着最新趋势的发展, 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结构正

在发生变化, 以至于人们怀疑它是否还应该被称为资本主义。 或者, 正如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所说的那样, 资本主义已死。 现在我们有了更糟糕的东西。 瓦鲁法基斯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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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命名为 “技术封建主义”。 问题是: 斋藤幸平所依赖的资本主义概念还能涵盖新封建主

义现象吗?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斋藤幸平所想象的未来社会的愿景究竟是否可取? 在斋

藤幸平的想象中, 社会中的欲望被剥夺了其构成性的过剩, 并通过自我限制而得到满足, 在这一

点上, 他接近于佛教所倡导的立场。 正如佛教经济学的拥护者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的那样, 佛

教并不主张苦行僧式的放弃世俗享乐, 而是主张在财富与贫穷之间、 个人主义与集体精神之间把

握好尺度: 如果财富能够为我们的集体福祉服务, 那么它就是好的。 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 佛

教倡导的是一种整体方法: 我的福祉取决于我周围所有人的福祉, 也取决于与大自然的平衡交

流。 因此, 佛教经济学主张一种受约束 /限制的欲望, 一种受精神控制的欲望, 一种被剥夺了过

度本性的欲望: 它依赖于真正欲望和虚假欲望之间的区别。 虚假欲望是指通过满足感官对象或占

有感官对象来获得快乐的欲望, 顾名思义, 它们贪得无厌, 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 真正的欲望

是对幸福的渴望, 为了获得幸福, 理性的头脑必须调节和控制感性的欲望。

我们应该扭转只会带来痛苦的虚假的无限欲望与追求幸福的真正精神欲望之间的对立。 前现

代社会秩序模糊了人类欲望的悖论, 并假定欲望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目的论方式构建的, 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人类欲望的基本悖论纳入其运作的社会秩

序。 这就是为什么制度的不平衡决定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只有通过自身不断的自我毁灭和革

命, 才能茁壮成长。 这个悖论在于, 由于我们渴望每个对象都无法获得的剩余, 我们对快乐和满

足的渴求迫使我们为了未来的满足而永远牺牲当下的满足。 在资本主义中, 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

不谋而合。 而且, 一旦我们进入了资本主义, 就没有退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目标不是回到某

种形式的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将自然本身非自然化。

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是 “近几个世纪影响西方文化的最重大事件”, 即 “人与自然关系的破

裂”。 关于生态灾难的前景, 如果我们归咎于科学意识形态对我们思想的渗透, 那就太短视了。

格蕾塔·通贝里 (Greta Thunberg) 认为政治家应该倾听科学的声音, 她的观点是正确的。 理查

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的 “被矛扎的伤口还需矛来治愈” 因此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 今

天的威胁主要不是外部的, 而是由科学渗透的人类活动产生的 (我们工业的生态后果、 失控的

基因工程的心理后果等), 因此, 科学既是风险的来源 (之一), 也是我们把握和界定威胁的唯

一媒介。 即使我们将全球变暖归咎于科技文明, 我们也需要同样的科学来界定威胁的范围, 甚至

常常需要科学来感知威胁。 我们需要的不是重新找到前现代智慧根基的科学———传统智慧恰恰是

阻碍我们感知生态灾难真正威胁的东西, 因为它 “直观地” 告诉我们要相信作为人类生存的稳

定基础的大自然, 但恰恰是这种稳定的基础被现代科学技术所破坏。 因此, 我们需要一门与两个

相反的极端 (资本的自我循环和传统智慧) 脱钩的科学, 一门最终能够自立的科学。 这意味着,

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与自然合一的感受中去: 应对生态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完全接受自然的彻底非

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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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西方政治体系的危机

○ 伴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资本主义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这些新变化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
● 西方的许多左派人士沉迷于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 而忽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即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到一种奇怪的资本主义的转变, 一些分析家称之为 “企业新封建主义”
(Corporate Neo-feudalism)。 由于 “一般智力” 在财富创造中的关键作用, 当财富与生产这些财

富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越来越不成比例时, 其结果就不是马克思所预期的资本主义的自我解

体, 而是剥削工人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被逐渐转化为租金, 这种租金是 “一般智力” 及其他公共

资源被私有化的产物。 让我们以比尔·盖茨为例: 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 他的

财富与微软公司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无关, 也就是说, 盖茨的财富并不是他成功地以低于竞争

对手的价格生产出好软件的结果, 也不是他对其雇佣的智力工作者进行更高程度剥削的结果。 那

么, 为什么仍有数百万人购买微软的产品呢? 因为微软将自身设定为一个几乎通用的标准, 垄断

了这个领域, 是一种 “一般智力” 的直接体现。 杰夫·贝索斯 ( Jeff Bezos) 和亚马逊、 苹果、
脸书等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 公共资源本身———平台 (我们社会交流和互动的

空间) ———被私有化了, 这就把我们这些用户置于向作为封建主的公共资源所有者支付租金的

农奴地位。 前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主任大卫·比斯利 (David Beasley) 说,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2%的财富可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 这清楚地表明了企业的新封建主义所造成的

后果。
关于脸书, 其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 (Frances Haugen) 对英国国会议员说, “马克·扎克

伯格 (Mark Zuckerberg) 因其在 ‘脸书’ 最高层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单方面控制了 30 亿人”①。 她

呼吁进行紧急外部监管, 以控制这家科技公司的管理层, 减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现代性的重

大成就———公共空间, 就这样消失了。 在豪根的发言曝光几天后, 扎克伯格宣布他的公司将从

脸书更名为元宇宙, 并在一次演讲中勾勒了他的元宇宙愿景, 这是一次真正的新封建主义

宣言。
扎克伯格希望元宇宙最终能涵盖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将不同地点的现实空间连接

起来, 同时将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世界完全纳入其中。 在元宇宙为我们规划的虚拟和增强的未来

中, 不是扎克伯格的 “仿真模拟” 将上升到现实的水平, 而是我们的行为和互动将变得标准化

和机械化, 甚至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的虚拟化身可以做出标志性的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而不是做

出人类的面部表情。 我们可以在数字文档上进行合作, 而不是共享空气和空间。 我们与他人共处

·27·

① “Facebook Whistleblower Frances Haugen Calls for Urgent External Regulation”, https: / / www. theguardian. com / technology /
2021 / oct / 25 / facebook - whistleblower - frances - haugen - calls - for - urgent - external -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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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验, 将降级为看到他们叠加到房间里的投影, 就像看到一个 “增强现实” (AR) 的宠物小

精灵形象。
元宇宙将作为一个虚拟空间, 超越我们支离破碎、 伤痕累累的现实, 在这个虚拟空间中, 我

们将通过我们的虚拟化身, 与 AR 元素顺利互动。 因此, 它将不亚于形而上学的现实化: 一个完

全包容现实的形而上学空间, 只有当它被操纵我们感知的数字准则所覆盖时, 现实才能以碎片的

形式进入其中。 但问题是, 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被私人控制的公共空间, 由一个私人封建主来监

督和管理我们的互动。
全球经济的新阶段也意味着金融领域的不同运作方式。 瓦鲁法基斯注意到了 2020 年春季发

生的一个奇怪的事实: 就在美国和英国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令人窒息的下降

(与 2008 年大衰退时的下降幅度相当) 的同一天, 股票市场却出现了大幅上涨。 简而言之, 虽

然实体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但股市却在上涨。 这表明很大程度上虚拟化了的金融资本陷入了

自己的怪圈, 与实体经济脱钩。 这就是金融措施的作用所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传统的凯

恩斯主义程序, 即它们的目的不是帮助实体经济, 而是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领域 (以防止像

2008 年那样的金融崩溃), 同时确保这些资金的大部分不会流入实体经济 (这可能会导致恶性通

货膨胀)。
然而, 真正危险的是, 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与新一轮激烈的民族国家竞争并存, 这直接违背了

建立一种与当前形势相关的新模式的迫切需要, 彼得·斯洛特迪克 (Peter Sloterdijk) 将这种激

进的政治经济变革称为 “野生动物文化的驯化”。 迄今为止, 每种文化都约束 /教育自己的成员,
并确保其内部的公民处于和平状态, 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笼罩在潜在战争的阴影之

下, 每个所谓的和平时代都不过是暂时的休战。 对所有国家来说, 其整体的国家伦理———也就是

最高的英雄主义行为, 是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国家牺牲生命。 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关系是国家

内部伦理生活的基础。
如今, 情况变得更糟。 公共资源的不断私有化非但没有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文明化, 反

而破坏了每种文化的伦理内涵, 将我们推回野蛮状态。 然而, 当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生活在 “地
球飞船” 上这一事实的那一刻, 当务之急就是在所有人类社群之间实现普遍团结与合作。 正如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写的那样, 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列车前

进, 而是在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后资本主义野蛮状态之前, 拉动紧急刹车。
○ 在今天的西方, 围绕着移民、 种族、 宗教等方面的矛盾日趋激烈, 形成了右翼民粹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等政治势力。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政治势力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 从巴尔干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从美国到以色列, 从非洲中部到印度, 种族和宗教

激情正在爆发, “启蒙” 价值观正在消退。 今天西方社会中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已经用 “人道” 的

野蛮取代了直接的野蛮。 尽管它以捍卫基督教价值观自居, 但它实际上是对基督教遗产的最大威

胁。 100 年前,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曾写道: “那些为了自由

和人性而开始与教会斗争的人, 最终却抛弃了自由和人性, 只要他们能与教会斗争……世俗主义

·37·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6 期

者没有破坏神圣的东西, 但世俗主义者却破坏了世俗的东西。”
宗教的拥护者不也是如此吗? 狂热的宗教捍卫者从攻击当代世俗文化开始, 最终放弃任何有

意义的宗教体验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 许多自由主义战士热衷于打击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 以

至于最后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抛弃了自由和民主。 恐怖分子可能会因为对他人的爱而随时准备破

坏这个世界, 但反恐战士也同样会因为对穆斯林他者的仇恨而随时准备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世

界。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此热爱人类尊严, 以至于准备将酷刑合法化来捍卫人类尊严。 欧洲抵御移

民威胁的捍卫者也是如此。 他们热衷于保护犹太教—基督教遗产, 却准备放弃这一遗产中最重要

的东西。 欧洲的真正威胁是反移民的欧洲捍卫者, 而不是等待 “入侵” 欧洲的移民。 这种倒退

的迹象之一是, 欧洲新右翼经常要求对右翼和左翼这两种 “极端主义” 采取更加 “平衡” 的观

点。 我们一再被告知, 应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对待极右派 (战败的法西斯) 那样对待极

左派 (共产主义)。
但实际上, 这里并不存在 “平衡”。 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实际上是在给法西

斯主义辩护, 其目的在于宣称温和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合理回应。 在斯洛文尼亚,
极右翼主张恢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游击队作战的反共产主义国民自卫军, 因为他们做出了

与纳粹合作的 “艰难选择”, 以挫败更大的 “邪恶” ———共产主义。 主流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
当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受到种族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时,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支持自由民主

的议程, 拯救可以拯救的东西, 并将更激进的社会变革梦想搁置一边。
但是, 这种呼吁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它忽视了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斗争正陷入一种

恶性循环。 正是输出自由主义 “宽容” 的激进企图才导致了原教旨主义的强烈反击和自我

坚持。
当今的政客们让我们在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原教旨主义的压迫之间做出选择, 并得意扬扬地反

问: “你们想让妇女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并被剥夺她们的权利吗? 你们想让每一个宗教批评家

都被处死吗?” 问题在于, 自由普世主义并不是无辜的。 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论述也适用于今天: 那些不想批评自由民主的

人, 也应该对宗教原教旨主义保持沉默。
○ 一些学者认为, 伴随着各种极右翼势力的兴起, 当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了危

机。 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 议会民主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某种紧张关系如今正日益凸显。 民主意味着两件事情: “人民

的力量” (多数人的实际意愿应在国家中得到体现) 和对选举机制的信任 (无论有多少操纵和谎

言, 一旦计算出选票, 各方都应接受结果)。 这就是 2000 年美国大选艾伯特·戈尔 (Albert
Gore) 向小布什认输时发生的情况———尽管有更多的人投了他的票, 佛罗里达州的计票工作也存

在很大问题。 对正式程序的信任是议会民主的稳定性所在。
当这两个方面脱节时就会出现问题, 左派和右派都经常要求人民的实际意愿高于选举的形

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对的, 民主的代表机制并非真正中立。 阿兰·巴迪欧 (Alain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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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iou) 说: “如果民主是一种 ‘代表’, 那么它首先代表的是维持其形式的总体制度。 换句话

说, 选举民主只有在它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一致代表时, 才具有代表性。”①

我们应该从最严格的形式意义上理解这些观点。 当然, 在经验层面上, 多党自由民主 “代
表” (反映、 登记、 衡量) 人民的不同意见, 包括人民对各政党提出的方案及其候选人的看法等

等。 在超越经验层面的更激进的意义上, 多党民主的形式 “代表” 了对社会、 政治和个人在其

中的作用的某种愿景: 政治是由政党组织的, 政党通过选举进行竞争, 以控制国家立法和行政机

构等。 我们应该始终意识到, 这种框架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因为它赋予某些价值观和做法以

特权。
在政治危机或政治冷漠的时刻, 当我们体验到民主制度无法有效表达人们的愿望或想法时,

这种非中立性就会变得明显。 2005 年英国大选等反常现象就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越来越不受欢迎 (他经常被评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 但人们对布莱尔的不满却

无法在政治上得到有效表达。 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不是人们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是

愤世嫉俗的逆反心理阻碍了他们的行动, 结果是人们的想法和他们的行动 (投票) 之间出现了

奇怪的差距。
几年前, 随着法国黄马甲运动的兴起, 同样的鸿沟爆发得更加猛烈。 他们清楚地表达了

一种情绪, 但这种情绪无法转化或移植到代议制政治的框架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邀请

他们的代表进行对话, 并要求他们以明确的政治纲领来表达他们的抱怨时, 他们的特殊情绪

就烟消云散了。 西班牙的 “我们能” 党不也是如此吗? 从他们接受政党政治并进入政府的那

一刻起, 他们就变得几乎与社会党毫无区别———这也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有效运作的另一个

迹象。
总之, 自由民主的危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寻求某种更加包容少数群体的

“更真正的” 民主。 自由民主的框架必须被抛弃, 而这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最担心的。 只有当我们

对自由民主框架内部的变革失去希望时, 真正的变革之路才会开启。
一般来说, 直接暴力不是革命性的, 而是保守性的, 是对根本性变革威胁的反应。 当一个制

度陷入危机时, 它就会开始打破自己的规则。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说过, 暴力的爆

发并不是改变社会的原因, 而是在一个由于自身矛盾而已经走向衰落的社会中, 一个新社会诞生

的阵痛。 总体上, 我同意她的观点, 但我要补充的是, 如果没有暴力的 “分娩阵痛”, 就永远不

会有完全和平的民主权利转移。

三、 西方左翼运动的误区与困境

○ 身份政治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西方盛行的左翼政治运动形式。 您如何评价这种政治

·57·
① Alain Badiou,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Paris: Editions Lignes, 2007,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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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形式, 以及其与阶级政治的关系?

● 阶级斗争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它不能被简化为身份政治的一个案例。 比如女权主义的目

标不是消灭男性, 而是建立新的、 更公正的规则来规定两性如何互动; 最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是

想通过消灭其他宗教来重新确立自身的信仰。 与这些身份政治的案例不同,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

目的是消除阶级差异, 不仅消灭统治阶级, 而且消灭自己———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为消灭自身

创造条件。

约翰·萨默斯 (John Summers) 指出了身份政治是如何作为资本精英的意识形态出现的: 针

对性别、 种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的政治都是一场注定输掉的游戏。 身份之争是阶级斗争的完美替代

品, 因为它使人们长期处于相互冲突之中, 而精英们则退居幕后, 在 “安全距离” 之外观察这

场游戏。 沃尔特·本·迈克尔斯 (Walter Benn Michaels) 也写道: “身份犯罪 (Identity crimes),

无论是虚幻的, 如文化挪用, 还是真实的, 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都非常适合这一目的, 因

为与财富的向下再分配不同, 反对身份犯罪会使阶级结构保持不变……问题并不在于富人无法

感受到穷人的痛苦———你不必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才会想要消除不平等; 问题也不在于穷人的

故事不属于富人。 问题在于, 文化身份的整个概念是不连贯的, 它所促成的挪用戏剧为一个阶

级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正义模式, 这种模式试图解决除阶级分化之外的一切

问题。”①

本·迈克尔斯的观点完全正确: 我们当然应该反对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挪用行为, 但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交流中所造成的这种 “不平衡”; 我们反对他们, 主要因为他们在

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忽视了关键维度, 即阶级维度。 女权主义斗争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 一种新形式的女权主义崛起, 尤其是在美国, 人们不得不将其称为 “新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 它的三个主要特征是: 第一, 性别不平等的个体化, 即认为性别不平等不是系统性的,

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因此不需要进行结构性分析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第二, 解决方案私

有化, 即要以个人的方式实现性别平等; 第三, 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来实现性别平等: “女

权主义者应该是企业家, 能够与男性竞争, 并在市场上获胜或失败。”② 这种方法的吸引力也

在于它所承诺的幸福: 避免冲突 (有组织的政治斗争)、 沉迷于消费主义和经济上的成功

等等。

○ 面对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和发展, 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认为当前全

球已经进入了 “民粹主义时刻”, 并提出了以左翼民粹主义来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 您

如何评价这种理论主张?

·67·

①

②

Walter Benn Michaels, “ The Myth of ‘ Cultural Appropriation’”, https: / / www. chronicle. com / article / The - Myth - of -
Cultural / 240464.

Michaele L. Ferguson, “ Neoliberal Feminism as Political Ideology: Revitalizing the Study of Feminist Political Ideolog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22, No.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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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 (即其呼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的依据) 是, 由于其客观

的社会地位 (即朗西埃①所说的 “无分之分”), 工人阶级被 “推向” 对社会现状 (其基本对立)
的正确认识, 同时也被 “推向” 为纠正社会现状而采取的行动 (革命性变革)。 这在今天还适用

吗? 民粹主义的愤怒和骚动的兴起, 难道不是因为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中

断吗? 那些被剥削者和边缘化者的 “客观” 社会地位, 似乎不再推动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有一个

清晰的 “认知图谱”, 从而使他们参与到普遍的解放斗争中, 而是表现为沮丧和偶尔的暴力无

能, 暴露了他们基本方向的丧失。 因此, 本土的下层阶级惧怕移民 (他们躲进原教旨主义的庇

护所), 而不是与他们构建统一战线。 而工会则为他们所代表的人的福利而战, 它与其说是反对

资本, 不如说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
在这里, 我们能想象统一战线吗? 阶级斗争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反作用力不断破坏着预期中的

团结: 本土下层阶级与移民之间的冲突 (或女权斗争与工人斗争之间的冲突) 并不是在敌人宣

传操纵下通过外部强加的恶行, 而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本土工人认为移民是垄断资本的走

狗, 被带到这个国家来削弱他们的力量, 并与他们竞争———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 移民认为本土

工人———即使他们很穷, 也是排挤他们的西方秩序的一部分。 在这种竞争真实存在的情况下, 任

何关于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同一阵线的简单说教都不会奏效。
试图用左翼民粹主义来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的致命局限就在于此。 左翼民粹主义倾听普

通人的真实关切, 而不是试图将某种关于历史任务的崇高理论愿景 “强加” 给他们。 在 “现实

生活” 中, “现实的人” 所经历的恐惧、 希望和问题, 在他们看来总是某种意识形态幻象的瞬

间, 也就是说, 正如路易斯·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所言, 意识形态不是外部强加于现实

之上的概念框架, 而是我们对现实本身的体验。 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仅仅摆脱扭曲的意识形

态透镜是不够的, 还需要艰苦的理论工作。

四、 巴以冲突与西方社会的撕裂

○ 在今年 4 月, 德国科隆大学在得知哲学家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 签署了支持巴勒

斯坦的信件后, 取消了她的客座教授资格。 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而

被禁止进入德国。 您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被禁止在德国发表相关演讲, 并因为与巴以冲突有关的

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您如何评论德国政府的这些行为?
● 在 2024 年 4 月, 我们已经有了一张年度最佳照片的候选照片: 4 月 12 日, 德国警方关闭

了原定在柏林举行的巴勒斯坦大会, 被捕者中包括乌迪·拉兹 (Udi Raz), 他是一名虔诚的犹太

人, 头上戴着红色的犹太圆帽。 在这张照片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察拖走一名犹太人时咄咄

逼人的微笑姿态……这是否让你想起了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经常发生的事情? 巴勒斯坦大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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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总部设在柏林的组织 “犹太人争取中东公正和平之声” ( Jüdische Stimme für Gerechten

Frieden in Nahost) 和 “欧洲民主运动 2025” (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 其创始人是

瓦鲁法基斯) 联合发起的。 这就是德国内政部对瓦鲁法基斯发出禁令的原因。 这一措施不仅禁

止他进入德国, 甚至禁止他以任何形式在网上参与德国的政治活动。 瓦鲁法基斯完全有理由声

称, 德国政府的这一禁令超越了专制的界限。 包括绿党和左翼党在内的所有党派都支持这一禁

令, 充分展示了新的 “反—反犹主义” 文化的力量。

在当今的后意识形态乱局中, 我们实际上正在接近卢卡奇所分析的 “理性的毁灭”: 理性

的基本要素在公共讨论中越来越被忽视。 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

林肯 (Antony Blinken) 被问及以色列关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雇员参与哈马

斯袭击的指控时说: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调查这些指控。 但这些指控非常可信。”① 美国

不需要对这些指控进行事实分析, 使其 “高度可信” 的是美国的盟友 (以色列) 提出了这些

指控。

在欧洲, 这种理性的自我毁灭在德国达到了极致。 当德国政府郑重宣布以色列的安全和存在

是德国的国家理性 (Staatsräson), 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 “国家利益” (Raisondetat)。 他们的意

思是, 这是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 正如德国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领袖克里斯蒂安·杜尔

(Christian Dürr) 所说, “在地缘政治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以色列这个中东唯一的民主

国家在未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②。 德国学者西娜·阿诺德 (Sina Arnold) 说, 对以色列的这种

承诺 “并没有写入法律, 但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自我理解的意义上来说, 它是一种准法律”③。

或者, 引用英国伯克贝克反犹太主义研究所学者本·吉德利 (Ben Gidley) 的话说, 这是德国

“作为处理其大屠杀罪责的一种民族文化”, “为了偿还大屠杀的罪责, 我们无论何时都需要站在

以色列一边”④。 正如三位犹太作家最近所表达的那样, 德国对其暴行历史的清算本来是始于德

国左翼民间社会的一项事业。 如今, 它已成为国家日益官僚化的推动力量, 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反

动议程。 这种官僚化的最后一步是, 联邦议院目前正在 “酝酿一项法律草案, 要求申请入籍的

公民或寻求在德国获得庇护和居住权的人承诺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

把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作为公民身份的条件, 这种奇怪的要求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如果

以色列是德国的 “国家理由”, 那么如果不对以色列做出承诺, 你就不能成为德国公民……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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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a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 https: / /
www. state. gov / secretary - antony - j - blinken - and - nato - secretary - general - jens - stoltenberg - at - a - joint - press - availability -3 / .

“ Israel: Die Schwierigkeit mit der Staatsräson”, https: / / www. zdf. de / nachrichten / politik / deutschland / israel - staatsraeson -
deutschland - parteien - 100. html.

“In Germany, Debate Rages over a State Policy to Support Israel, No Matter What”, https: / / www. courthousenews. com / in -
germany - debate - rages - over - a - state - policy - to - support - israel - no - matter - what / .

“In Germany, Debate Rages over a State Policy to Support Israel, No Matter What”, https: / / www. courthousenews. com / in -
germany - debate - rages - over - a - state - policy - to - support - israel - no - matter - what / .



倦怠社会、 技术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

犹太人的建议是: 当大屠杀的肇事者向你奉献自身时, 你要感到害怕。 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全面承

诺中嗅出一些腐朽的味道, 这种承诺基于这样一个公理: 尽管以色列可能有种种过激行为, 但它

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以色列的坚定盟友美国最近宣布了一个最新举措: “美国国务院将对任何涉嫌在被占领的约

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 此举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宣布

的, 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那里极端主义定居者的暴力活动猖獗, 并

因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而恶化。”①

今天, 在德国发表这样的言论———要求取消定居者的签证, 会立即引发反犹主义的指责: 作为

“最终受害者” 的以色列人在公共讨论中是不可触碰的。 这让我想到艾娃·伊鲁兹 (Eva Illouz) 最

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 在她可以在欧洲各大媒体 (从 《南德意志报》 到 《卫报》) 发表文章的

情况下, 她以受害者自居, 而我却越来越受到审查。 最近, 当我应邀在德国发表演讲时, 我被明

确禁止提及正在进行的中东战争: “我们不能让您发表关于中东战争的演讲, 或者更具体地说,
关于哈马斯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的演讲。” 我不仅受到了审查, 还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粗暴攻击。

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加沙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将是欧洲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欧

盟) , 因为它错失了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机会, (略有保留地) 屈从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

件支持。 回到我的出发点, 德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等同于支持以色列现政府反对进步反

对派, 进步反对派主张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诉求。 因此, 德国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事实上助长

了反犹主义的发展。 因此, 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暴露了其 “猥亵” 的真相: 德国不是通过坚

持正义, 而是通过掩盖其前受害者的罪行, 来为其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 今天, 与以色列的

真正友谊必须包括对以色列现政府的严厉批评。 是的, 要成为犹太人民真正的朋友是很困

难的。
不仅在德国, 今天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 (埃及、 约旦、 摩洛哥等), 国

家媒体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政府基本上支持以色列, 而公众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同情

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我所看到的危险是, 如果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 那将会以反犹主

义的形式出现。

(赵丁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宝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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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 S. Imposes Visa Bans For Israeli Settlers Linked to Extremist West Bank Violence”, https: / / time. com / 6343347 / us - visa -
bans - israeli - settlers - west - bank / .


